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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論〈再生緣〉》歷史美學解析

路新生

［提　 要］ 　 陳寅恪《論〈再生緣〉》寫作於特定年代，係“以詩證史、史詩互證”法之再次嘗試，表達了

“詩史相通”即符合“歷史美學”定性的理念。 “歷史美學”特別關注史家撰史的主體意志及其希望

表達的“意蘊”，借助“歷史美學”的方法剖析《論〈再生緣〉》，最容易走進作者心靈，見出拔出流俗高

蹈處世之思想境界，復能就其“以詩證史、史詩互證”之方法，探得足以為史學界鏡鑒的治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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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被譽為中國史學界的曠世奇才。 其“稀有”固然是因為學養深厚，但更加重要的是

他高貴的心靈，為人處世之淨潔和超拔群倫的人格，可謂“國士無雙”。 以實證考訂為基本特質的

歷史學，是可以而且一定會被超越的———尤其在互聯網大數據盛行的今天；但他的人格卻高山巍峨

很難企及。 自 1990 年代以來，“陳寅恪熱”經久不歇。 有“缺”才會有“熱”。 他一生堅守“獨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這種理念 70 年來不僅“缺”而且“奇缺”。 1929 年他首次提出此十字，是“說”
出來的；1949 年以後，這十字則是他經歷了生活的磨礪而艱難固守，是“吼”出來的———無論前二十

年還是後二十年，他所表達的理念都戳中了中國社會的精神軟肋，觸及了中國“讀書人”的痛點。
他的人格光芒，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治學方面的某些微眚，乃至於有人稱他被擁上了“神壇”。①

按照余英時先生的劃分，陳寅恪治史的脈絡曾經歷三變，《論〈再生緣〉》正是所謂“心史”第三

變的起始作，②且又是陳一生唯一一部自費刊印的書稿。 他在 1964 年 11 月的《論〈再生緣〉校補記

後序》中云：“知我罪我，請俟來世”，自視《論〈再生緣〉》性質侔於孔子作《春秋》，愈可見出此文非

同尋常的重要地位。 《論〈再生緣〉》寫作於特定年代。 按照“歷史美學”③之學術定位，陳寅恪在

《再生緣》作者陳端生和主角孟麗君的身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座標”，文中泣血規啼吐露心聲，借助

撰文表達“意蘊”，清晰折射出了時代的“精神氣候”（丹納語）。 早在 1940 年代，他已運用“以詩證

史、史詩互證”法，著有《元白詩箋證稿》（大體成書於 1944 年），④真正踐履了史詩同源的“六經皆

史”論。 《論〈再生緣〉》則為“以詩證史、史詩互證”法之再次嘗試，表達了“詩史相通”即符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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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定性的理念。 “歷史美學”特別關注處於特定時代背景下史家撰史的主體意志及其希望表達

的“意蘊”，借此方法剖析《論〈再生緣〉》，最容易走進先生的心靈，見出先生拔出流俗高蹈處世之

思想境界，復能就其“以詩證史、史詩互證”之方法，探得足以為當今史學界鏡鑒的治學路徑。

一、地覆天翻：陳寅恪與時代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云：“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
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 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

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

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

之論。”⑤陳先生已作古 50 載，故亦可用先生之論論先生矣！ 著《論〈再生緣〉》肯定係“有感而發”，
須“真瞭解”他“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對他“表一種之同情”，也就必須“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

人，處於同一境界”，熟知他“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

廓之論”。 據此，首先應當對著《論〈再生緣〉》之背景作一剖判。
（一）1919 年陳先生雖然在美國留學，但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進展特別是精神旨趣瞭若指

掌，更有長期留學歐美的經歷，受到“民主”、“科學”觀念的洗禮。 他 1919 ~ 1921 年留學哈佛三年，
當時杜威實驗主義盛行美國。 恰巧胡適 1917 年在杜威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 杜威思想的一

個本質特點在於拒絕任何形式的決定論（Determinism），胡適將其詮釋為“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

充分證據的東西”。 留學哈佛期間陳先生有沒有受到杜威實驗主義影響，固然很難確定，但新文化

運動後“拿證據來”被理解為“科學”精神，與胡適的宣傳鼓動密不可分。 五四以後近二十年間胡適

實驗主義曾經大行其道，⑥而其與時人所理解的“科學”精髓的確有相通之處。 有以上社會思潮為

背景，則我們視陳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科學精神”的產物當非無稽之談。⑦自 1929 年

撰王國維紀念碑文時首次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就成為先生終生恪守不渝的理念、安
身立命的基石，全面貫穿於治學與為人處世中。 時移世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凝固成

了“陳寅恪精神”的標誌，先生的人品成為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嚮往的楷模。
三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由”和“獨立”並非“國粹”，應當視之為“西學為用”，即

“民主”思想的產物。 “自由”和“獨立”單單指向“思想”、“精神”，足見“自由”和“獨立”具有“民主

內核”的統一性，它是對“思想境界”和“精神狀態”的一種嚴格定性。 其要義大約有三：首先，強調

人的任何行動都須經過主體的理性判斷，只能來自“自我選擇”而非任何“外力”的強制。 “思想而

不自由，毋寧死耳”，⑧這種以“死”力爭思想自由的理念，符合黑格爾之論“自由”：“主體方面所能

掌握的最高的內容（按，黑格爾所說的“內容”亦即“意蘊”）可以簡稱為‘自由’。 自由是心靈的最

高的定性。 自由一般是以理性為內容的，例如行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⑨自由是“心靈的最

高定性”，以此，“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必然與帶有強制性、排他性、思想禁錮性的“權威主

義”鑿枘難容。 其次，由上可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邏輯必然指向堅守尊嚴，不肯依附

於任何權勢集團，不會迎合“大眾輿論”。 再次，根據以上兩點，此種理念必然主張允許不同意見的

存在，鼓勵多元化討論。 這一理念的現實，需要一種清朗民主的政治生態。
（二）陳先生動筆著《論〈再生緣〉》始於 1953 年 9 月，至次年 2 月初稿完成，前後歷時 5 月。 而

自 1949 年開始至 1954 年 2 月，已有多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 這些運動有一共同目標，即
統一思想，表現為消弭一切所謂的“異端”，摒除任何所謂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

161



觀點和方法。⑩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共新政權特別是對毛澤東，普遍存在一種

“臣服”心理。知識份子的這種心理狀態辛亥革命以來 40 年從未曾有過，即使在蔣介石全面實行

“白色恐怖”專制統治時也不曾有過。 新政權能夠在極短時間內成功制服“舊”知識份子，堪稱奇

跡，殊為不易。 舊知識份子普遍帶一種“原罪”的自我定位進入了新時代，對於歷次思想改造運動

大多誠惶誠恐心悅誠服。 1952 年 3 月 6 日，陳垣在《光明日報》發表長文《自我檢討》就很有代表

性。 他回顧自己曾經從政，參加過曹錕賄選，批判自己在輔仁大學 23 年中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帝國

主義文化侵略工具，表示要在運動中跟上時代的要求。痛心疾首躍然紙上，引發了知識界的震動。
同年 9 月，陳序經被扣上美帝文化走狗的帽子，自我檢討以至於聲淚俱下。顧頡剛、巴金、潘光旦

等“舊文人”無不自輕自賤自我醜化，如潘光旦曾用四個 S 總結自己的一生：surrender（投降）、
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滅亡）。更有如馮友蘭等的阿諛逢迎。 在“舊”知識份子身

上一派順從馴服的眾生相，再也見不出傳統士大夫式的“氣節”與“風骨”。
一場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深入人的內心，浸入到私人領域。 “甚至私人日記也可查看，

信函亦可拆檢”。告密與“臥底”大行其道，“一切惟據密報，到處調查”，信用蕩然無存。 而這些

行徑都被意識形態賦予了某種正義性，其性質也就被炫目的光環所遮蔽。 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的

心理造成了巨大壓力，“舊”知識份子如履薄冰人人自危。 陳寅恪當時雖有中共中南局的特殊照

顧，被允許可以不參加政治運動，但他並非生活於世外桃源，日子一樣不好過。 他吟詩作賦喜歡

用典，閃爍其詞難索其解，世事艱險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 先生出身世家，因學養超群，早被稱為

“教授的教授”，受到“眾星捧月”般的禮遇。 有學生寫道：“每回我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輒看見

馮芝生先生很恭敬的———好像徒弟對著師父那樣的恭敬。”陳先生因此有極強的優勢心理，加以

性格孤清倔傲，眼見大批原先的“同路人”臣服順從，只能激起他更加強烈的蔑視與反感，並使他與

社會的隔閡愈加深刻。 1954 年，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馮乃超曾這樣說起他：“去年中國科學院聘他

任職，他表示：任職可以，但不談馬列，不干政治。 直到去年初我們展開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的時候，
他還說某些教授是‘一犬吠形，十犬吠聲’。”在同時代知識份子中，不肯降志的即便不能說“獨此

一人”，也屬“鳳毛麟角”。 “詩言志”，“言為心聲”，陳先生的心志從以下詩文中可以清楚見出。
1953 年《廣州贈別蔣秉南》其二：“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

傷今涕泗漣。”按，孫盛（302 ~ 373），東晉史學家，著有《魏氏春秋》等，“陽秋”即孔子《春秋》，晉時

避晉簡文帝鄭后阿春諱改“春”為“陽”。 所南即鄭所南（1241～ 1318），宋末元初詩人，宋亡隱居不

仕，著有《心史》等，珍藏於鐵函，後自沉井底，至明崇禎間蘇州承天寺僧人在井中發得鐵函。 孫盛、
所南撰述只能傳於“海外”、獲全於“井中”，陳先生向有以史傳世之志，將自家撰述比擬為問世無望

的孫盛陽秋、所南心史，淒苦無奈之意昭然若揭。 1964 年，陳寅恪在《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中又

說：“嘻！ 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 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 知我罪我，請俟來世。”可見先生

之心態與十年前基本一致。
1964 年《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其三：“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 河汾洛社同邱

貉，此恨綿綿死未休。”按，“楚咻”，咻，喧嚷。 《孟子·滕文公下》：“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
日撻而求齊也，不可得矣。”先生借“楚咻”喻諷的是“阿時”言論之盛。 “河汾”係引龔自珍《已亥雜

詩》：“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龔詩之“河汾”指隋末大儒王通；“房杜”指唐名相房玄

齡、杜如晦，二人皆王通門人；“處士”指王通終身不仕。 意謂房、杜官至宰相，名垂千秋，其人之師

卻無聞草間，於理不通。 “洛社”，指歐陽修等在洛陽組織的詩社。 歐陽修有《酬孫延仲龍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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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此處實借其心儀之“宋學”翹楚，大史家歐陽修以為楷模。
1964 年《贈蔣秉南序》中云：“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 其後失明臏足，

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蹤

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未契於後生者，恥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

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 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

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讀陳寅恪的詩文，總能感覺其落落寡歡“不合時

宜”，其中蕩漾著一股不平之“氣”，他的清高、自傲與自負，如聞其聲。 這是先生在沒有尊嚴的時代

對尊嚴的勉力持守。 先生自謂“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歐陽修撰《五代

史》，“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卓爾不群的浩然正氣

充溢文中。 先生“端直”而“結言”，既富“文骨”，更有挺拔清通“意氣駿爽”的“文風”，合之恰如

《文心雕龍·風骨》所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 ……故練於骨者，析辭

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此時的陳寅恪已歷清代、民國、共和國三代政權更迭，早慣看了白雲蒼狗家國興亡，對任何“政

權”都自覺保持著一分警惕和一定距離，這是能夠保持風骨、堅守“自由觀”的重要條件。 他所鍾情

者在民族，在文化，而非一國，一政權，一政黨。 他對於國民黨政權肯定無好感，《寒柳堂集》收有

1932 年發表於《清華週刊》的《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命於

非驢非馬之國。”1953 年，他引自己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

於俗諦之桎梏”並解釋道：“‘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1950 年代他對教條式的馬列主義，
所持立場與當年排斥三民主義相同，但卻並非“反”馬列主義，這一點極其重要，是評判陳先生的

“政治底線”。 只是在未經自覺“格物”即“消化”而“致知”前，他不願盲目將其接受為“指導思想”
而已。 這樣，我們讀他與其弟子汪籛的談話，便能獲得一分新體悟。

1953 年陳寅恪正在撰述《論〈再生緣〉》，11 月中國科學院擬聘請他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當
月 21 日晚，汪籛肩負“說客”使命，將郭沫若與李四光的信轉交陳。 次日晨陳即作答覆，由夫人唐

篔執筆書寫，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

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先生這兩點學界引用已多。 但全面反映先生主張的是“對科學院的答

覆”。 此信係陳先生 1953 年 12 月與弟子汪籛所作長談，由汪筆錄。

細繹陳先生與弟子談話，他顯然動了真感情，對汪籛的盛怒躍然紙上。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

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我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這是針對學界最高官府的發言，直指學界

“領袖”郭沫若，話說得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帶有一種“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美學

“崇高”意味。 這是壓抑了太久的情感借與汪籛談話所作的爆發式呐喊。 其實，他原先對這位弟子

相當青睞，評價頗高，關係亦密切。 汪籛在擔任陳先生助手時“工作重點在研究”，且“住在寅恪伯

父家”。1948 年 5 月陳先生曾致函鄭天挺（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深慮鄭天挺以汪籛（時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論文未成，“致有斥責且或影響及於其暑假晉級或續聘之前途”，頗顯“舔犢

之情”，並對汪籛讚譽有加：“去歲之夏，弟拙著《元白詩箋證》中《長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籛君整

理。 當時除稔知其熟於唐代史實外，又覺其思路周詳，文理縝密，甚為歎賞。 近以另篇《新樂府箋

證》一稿急於付印，頗覺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屬，故仍請汪君任之。 ……汪君自從事整理以後，
殫盡心力，無問晝夜，輒與弟商討斟酌，改訂增補，用功既勤，裨益尤大。 ……深悉其深宵攻讀，終日

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創見之多，亦可推見其數年來未嘗稍懈，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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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短短五年，對汪籛態度丕變，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汪籛的“政治立場”已經改變。 陳在談話

中提到“我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云云。 涵泳先生遣詞用

語，揣想汪籛一定用了“開導者”口吻勸其歸順，此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念南轅北轍，這
才觸怒了陳先生。 談話中“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

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數言最為耀眼，擲地有聲。 陳先生的

宏論與黑格爾關於“自由”和“審美”的論說可謂異曲同工。 黑氏指出：“審美帶有令人解放的性質，
它讓對象保持它的自由和無限，不把它作為有利於有限需要和意圖的工具而起佔有欲和加以利用。
所以美的對象既不顯得受我們人的壓抑和逼迫，又不顯得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襲和征服。”陳批

判的是一種“工具理性”，即先入為主立下某種“主義”，為了此種需要而假借外在的“對象”即材

料，是謂“受我們人的壓抑和逼迫”，“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襲和征服”。 這在黑氏看來違背了“自
由”原則。 而陳寅恪視學術如生命，早在 1919 年留學美國時已抱定“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

的信念。 在他看來，若“主義”先行，“學術研究”云云不過是為政權、為“主義”服務的工具，屬於

“俗諦”。 先生固守“自由之思想”和學術的尊嚴，所以對此“必須爭，且須以生死力爭”。 先生曾經

對好友冼玉清教授說：“我要為學術爭自由。 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
歷二十餘年而不變。”王國維也說過：“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 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
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來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 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

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靜安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先生與王國維異口同聲靈

犀相通，借答覆科學院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見其理念之執著。
（三）陳先生晚年遇到兩位“紅顏知己”。 一位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冼玉清，另一位是先生助

手黃萱。 此二人人品及所作所為與當時的“教授”、學者之流的“鬚眉”大相徑庭，卻與陳先生氣類

相近。 冼玉清早有詩名，受到陳先生父陳三立之激賞，評謂“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

機趣”，並親筆為冼書齋題寫匾額。 故冼玉清與陳先生亦可謂世交。 最為難能的是冼玉清的品性

格調，她自云“嚮往賢人君子的人格”，講究“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強調一國都有

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毀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又說“言論自由，處士

橫議，是舊名士的習慣。 我覺得說說怪話，發發牢騷，寫寫歪詩，事實有之，反黨則絕無此心”；“我
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讒受屈之人，於是專找這些人的材料而為其表白”；“風俗之良劣，在乎

人心之厚薄。 自檢舉風興，人心之涼薄極矣”。冼玉清身上有“丈夫氣”，在當時那些號稱“學者”、
“專家”，卻人人“守雌”的鬚眉身上卻偏偏難得一見。 康德說：“一個女人如果有一種女性的魅力，
而且那種魅力顯示出道德的崇高，這個女人就在‘美’的本來意義上稱為美的。”用在冼玉清身上

正合適。 “因為柔弱而成為強有力的”女人，不僅康德欣賞“她們的勇氣”，相信陳先生同樣欣賞。
黃萱亦出身大家，其父為南洋巨賈，曾捐巨款與廈門大學等高等學府。 黃雖沒有進過大學深造，卻
接受過嚴格的文化訓練，曾在家由專職教師授國文課五年。 陳先生欣賞世家子弟，其《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有云：“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
他選擇黃萱為助手，一方面固然看重黃的出身及國學學養，更加重要的是黃萱為女君子品格高貴，
不會“出賣”人。 如 1953 年底，黃萱夫周壽愷就曾對汪籛說，陳願意找黃萱做助手，“大概是她不會

將陳的言行往外傳”。1952 年陳作《男旦》：“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
傳薪翻是讀書人。”諷刺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男女品性的“陰陽錯位”。 陳先生晚年煢煢孑立，淒苦

孤獨，冼玉清、黃萱成為能夠傾心交流慰藉心靈的知己。 反觀那些低三下四的鬚眉，“女流”之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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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勝出多多。 《再生緣》中，孟麗君抗旨拒婚，離家出走，女扮男裝，中狀元，點翰林，任尚書，掌兵

權，升宰相，率領百僚，掌握朝政，與父兄翁公為朝中同僚，絕無畏瑣怯懦之狀。 除孟麗君外，書中女

子聰明才智亦皆勝於男性。 如衛勇娥女扮男裝，結寨山林，17 歲便棲身刀叢虎穴，一度成為反貪官

污吏和地方豪惡的綠林豪傑。 先生讀彈詞亦如讀史，《再生緣》有男不如女的描述，生活中鬚眉不

及女流之現實，冼玉清、黃萱與先生結下友情，亦是觸發先生撰《論〈再生緣〉》之重要誘因歟？

二、苦心孤詣：《論〈再生緣〉》的“意蘊”

“意蘊”是作品的靈魂。 對於歷史學來說，“意蘊”是史家“理念”的最高體現，是主體精神的核

心與結晶。 歷史學絕非純史實考訂，它要有“靈魂”的指導，有“信仰法則”灌注其間。 先生的“意
蘊”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按照黑格爾的意見，所謂的“自由”，“一方面包括本身就是普

遍的、獨立自在的東西，例如關於法律、道德、真理等的規律，另一方面也包括人類的種種動力，例如

情感、意向、情欲以及一切使個別的人動心的東西”。陳寅恪即以意蘊為圭臬，衡量並思考所有“普
遍的、獨立自在的東西”如法律、道德、真理等以及“一切使個別的人”（即自己）“動心的東西”。 然

而不管是“衡量”還是“思考”，總要有一個可以“落實”、“拿捏”的對象，即是說“意蘊”本身“虛”而
不“實”，需要借助具體的“外在存在”將這意蘊表現出來。 如黑格爾所說：“外在的因素對於我們之

所以有價值，並非由於它直接呈現的。 我們假定它裡面還有一種內在的東西，即一種意蘊，一種灌

注生氣於外在形狀的意蘊。 那外在形狀的用處就在引導到這意蘊。 因為一種可以指引到某一意蘊

的現象並不只是代表它自己，不只是代表那外在形狀，而是代表另一種東西，就像符號那樣，或則說

得更清楚一點，就像寓言那樣，其中所含的教訓就是意蘊。 文字也是如此，每個字都指引到一種意

蘊，並不因它自身而有價值。”而《再生緣》成為陳寅恪的“外在因素”，“論”《再生緣》就是要為之

“灌注生氣”，借之表達“意蘊”，在《論〈再生緣〉》中刻下自己“心靈的烙印”（黑格爾《美學》語）。
藝術創作需要倚靠“現實生活”的滋養，同時它也是史家撰史的動力。 黑格爾指出：“藝術家不

僅要在世界裡看得很多，熟悉外在的和內在的現象，而且還要把眾多的重大的東西擺在胸中玩味，
深刻地被它們掌握和感動；他必須發出過很多的行動，得到過很多的經歷，有豐富的生活，然後才有

能力用具體形象把生活中真正深刻的東西表現出來。 因此，天才儘管在青年時代就已露頭角，但是

只有到了中年和老年，才能達到藝術作品的真正的成熟。” 黑格爾提到了“老年人”的“藝術成

熟”，我們正可以拿了黑氏論來審視陳先生創作《論〈再生緣〉》。 對彈詞唱本先生原並不感興趣，
《論〈再生緣〉》起手便云：“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 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

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 及長遊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共史詩

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

無甚差異，絕不不可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

易矣。”但自“中歲以後”，先生真可以說飽受了生活的磨難，“在世界裡看得很多”了。 尤其到了老

年，對於“外在的和內在的現象”，對於“社會”，對於那些現實中的“人”（外在的）以及他們的所思

所慮（內在的），可謂洞若觀火。 他以敏銳細膩的心靈品之味之，對於“人”———“生”與“歷史”之交

結有了青年時代難以領略的深刻體悟，並且已經“發出過很多的行動，得到過很多的經歷，有了豐

富的生活”，這就使他“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 當他“偶至《再生緣》一書”（相信黃萱

為他“讀”書絕不止一種，而他唯獨鍾情於《再生緣》，此絕非偶然），書中有太多足以引發他感慨感

傷感動的描述，作者陳端生的命運（飽受災難，壯志難酬等等）與他的遭際又如此相似，所有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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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逗引甚至“压迫”他“古今對照”，撞擊出豐富的思想火花和情不自禁的創作欲。 他“深有感於

其作者（陳端生）之身世”，這是他要與“感性的存在”———《再生緣》相互“和解” （黑格爾《美學》
語）。 “藝術的靈感不是別的，就是完全沉浸在主題裡，不到把它表現為完滿的藝術形象時決不肯

甘休的那種情況。”在這一點上治史與治藝同。 所以他要“稍稍考證其本末”，終於“草成”了《論
〈再生緣〉》———《論〈再生緣〉》隱含了豐富的“意蘊”。

（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對《再生緣》中如下描述予以了特別的關注：“第一七卷第六七回中孟麗君違抗皇帝禦旨，
不肯代為脫袍；第一四卷第五四回中孟麗君在皇帝之前，面斥孟士元及韓氏，以致其父母招受責辱；
第一五卷第五七回中孟麗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麗君前屈膝請行，又親為麗君挽轎；第八卷第三十回

中皇甫敬撩衣向麗君跪拜；第六卷第二二回、第二三回第二四回及第一五卷第五八回中，皇甫少華

即孟麗君之夫，向麗君跪拜。”根據以上諸例，他指出：“則知（陳）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

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 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

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第 66 頁）“年來讀史，於知人論世之旨稍有所得，
遂取《再生緣》之書，與陳端生個人身世之可考見者相參會，鉤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隱，玩味《再生緣》
文詞之優美，然後恍然知《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

之人也。”（第 63 頁）
讀上述宏論，人們很容易產生疑惑。 因為作於 1927 年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曾經說：“吾

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 者。”先生此說肯定了三綱六紀，顯然與《論〈再生緣〉》“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

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以摧破之”、“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相枘鑿。 應

當怎樣看待這種矛盾？ 中山大學胡守為教授認為，“柳如是致力於復明運動，其思想行為當合乎儒

家三綱六紀即維護民族文化精神，而此種精神又是陳先生一貫宣導的，這恐怕是他窮十年之力，為
此‘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作長傳的主因”。 又有人為陳辯解：“陳寅恪先生本人明確

講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三綱六紀’重要得多。”陳之前後兩說相互抵牾顯而易見，胡
守為的說法的確不成立，但筆者卻也找不到陳“明確講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三綱六紀’
重要得多”的依據。 私意以為，如果換一個角度，將兩說置於時代背景下，視之為歷史的產物，其脈

絡就容易看清了。 凸顯“三綱六紀”之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餘波氾濫，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思潮甚囂塵上之際。 而早在留學哈佛時他與吳宓、湯用彤等友朋即“不贊成胡適、陳獨秀等的全面

抨擊、徹底否定傳統文化”，“莫不痛恨胡（適）、陳（獨秀）之流毒禍世”，他們均持中華民族文化本

位觀，與新文化運動健的立場南轅北轍。 那麼，1927 年時凸顯“三綱六紀”，是將之作為中國傳統文

化的一個特定“符號”來對待的，此即“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 者”一
語的真實涵義。 孰料下至於 1950 年代，“三綱六紀”雖然已被打倒，教條式的所謂馬列主義卻盛行

起來，新“金科玉律”又出現了。
在那個特定年代，陳寅恪之行文隱晦曲折，在關鍵處遣詞用語特別講究，每每在不起眼處蘊蓄

“言外之意”，如同賦詩之以“古典”隱喻“今典”。 這在“頌紅妝”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
中表現非常明顯，應當特別引起讀者的重視。 據此，“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一語便值得今人咀

嚼體味再三。 “當日”實一語二詁：既可指封建專制主義“以前”之“當日”，亦可解喻為“當下”之
“當日”。 其於“以前”之“當日”表現為“君父夫三綱”之“金科玉律”；1950 年代之“當日”又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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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玉律”死灰復燃。 二者有一個共同的本質：束縛自由。 讚揚陳端生也就是褒揚孟麗君無視“君父

夫三綱”，產生的是棒打兩頭之效：既針對“以前”之“金科玉律”，更是對“當日”現實中新“金科玉

律”的嚴厲批判。 表彰陳端生，在在指出端生思想自由，敢於突破“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是
“與時俱進”，所要表達的是對教條主義的不滿，骨子裡仍然是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對於《再生緣》之“文筆”，先生亦盛讚有加，指出：“中國之文學與其他世界諸國之文學不同之

處甚多，其最特異之點，則為駢詞儷語與音韻平仄之配合。 吾國昔日善屬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
駢儷之文。 但此種理想能具體實行者，端繫乎其人之思想靈活，不為對偶韻律所束縛。 六朝及天水

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於數千年之間矣。”（第 72 頁）而行文優

美“又繫乎思想之自由靈活。 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今觀陳端生《再生緣》
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與《再生緣》續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兩者之高下優劣立見。 其所

以至此者，鄙意以為楚生之記誦廣博，雖或勝於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於楚生。 《再生

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 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

學。 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第 73 頁）這裡“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以及“楚
生之記誦廣博，雖或勝於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於楚生”，均為先生針對現實的隱喻性批

判。 “愚不可及”的“世人”顯然指陳現實中那些同樣靠“筆桿子”為生的“學者”、“專家”，其人或與

梁楚生一樣記誦廣博而“勝於”端生（端生就是陳先生的“另一體”，即便就“記誦廣博”而言，當時

的“學者”亦無有勝過他者）卻仍然“愚不可及”，原因就在於他們“失魂落魄”，根本沒有如陳端生

般即如先生般“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謂“愚不可及”。
對於陳文述，先生也花了不少筆墨。 文述撰有《頤道堂詩外集》及《西泠閨詠》，為考訂陳端生

身世，他曾經“檢乾隆朝史稱及當時人詩文集，雖略有考見，但仍不能詳知其人其事之本末。 今所

依據之最重要材料，實僅錢塘陳雲伯文述之著述”。 （第 5 頁）文述又頗富詩才。 據《頤道堂詩外

集》，文述有“龍沙夢遠迷青海（自注：長姊端生適范氏，婿以累謫戍），鴛牒香銷冷玉鉤（自注：仲姊

慶生早卒）”句，暗喻端生夫曾因罪遭發配。 然先生行文至此筆鋒忽轉至譏諷，謂：“文述為人，頗喜

攀援當時貴勢，終亦未獲致通顯。 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 ……然文述晚歲，竟以此為多

羅貝勒奕繪側室西林太清春（顧春字子春，號太清，實漢軍旗籍也）所痛斥，遂成清代文學史中一重

可笑之公案。”（第 6 頁）陳先生著作《論〈再生緣〉》，陳文述提供了主要材料，但他飲水並不思源，
且於文述之所長一概不與，為什麼？ 蓋因在他看來文述有“罪”，故痛責陳文述必係針對現實有感

而發。 陳文述趨炎附勢，毫無尊嚴，人格低下，絲毫談不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他身上

人們仿佛看到了現實中那些低三下四的學者、教授、名流的身影，其“可笑”也正是現實中人的可

笑，陳文述實未至於“荒唐卑鄙”，今人則既“荒唐”更“卑鄙”。 先生又指出：“文述所為……自今日

觀之，亦有微功足錄，可贖其罪者”，（第 6 頁）即文述有《頤道堂詩外集》及《西泠閨詠》，提供了陳

端生及其夫范某之史實，成為今日瞭解端生身世的主要材料。 反觀現實中的學者、教授、名流，他們

滿腹經綸也與陳文述相仿佛，故也有“錄”之“功”，可為後人提供一些史實。 但後人也須像陳先生

一樣為其“功”定性：此功甚“微”，充其量不過可“贖其罪”而已。 下一“罪”字，定性可謂嚴厲之極！
故此“罪”字必涵微義。 “攀援貴勢”喪盡尊嚴，在先生眼中就是“罪”，此“罪”實乃針對今人。

（二）民族本位文化觀

民族本位文化觀也是先生“意蘊”中的核心理念。 先生認為，民族文化之更新，“必須一方面吸

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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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任何外來文化，若不經中

華民族之消化，必然功虧一簣，“嫁接”難成。 例如佛教，亦需經歷一適應中國本土文化的“改造”過
程。 若不能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只是一味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譬如“玄奘唯實之學”，雖能

夠“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1961 年吳宓記陳寅恪印象云：“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
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且重點指出，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
即“中國文化本位論”。以下用陳先生一以貫之的“中國文化本位論”來看《論〈再生緣〉》。

先生指出：“世人往往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亦有此體。 止就文體立

論，實未有差異。 《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
少同一文體寅恪四十年前常讀希臘梵文諸史詩原文，頗怪其文體與彈詞不異。 然當時尚不免拘於

俗見，復未能取《再生緣》之書，以供參證，故噤不敢發。 荏苒數十年，遲至暮齒，始為之一吐，亦不

顧當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也。”（第 71 頁）世人“震矜於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即崇洋媚外厚

西薄中。 這又是一個有微義、兼顧“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指陳。 過去的“世人”普遍崇洋媚外主

張全盤西化，言必稱希臘、羅馬，動輒高談《荷馬史詩》、希臘悲劇，又妄自菲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

文化，看不到吾國也有足與“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相媲美者如《再生緣》；下至於 1950 年代，“世
人”仍然“崇洋媚外”，只是改崇“西洋”為崇蘇聯，“一邊倒”地迷信而造出“新八股”。 例如吳宓所

在高校“外文系奉令即行取消英語組，各年級學生併入俄語組”。其“食洋不化”與過去之“世人”
如出一轍。 故《論〈再生緣〉》之據民族本位文化觀，凸顯《再生緣》文體足與西洋相媲美，實帶有強

烈批判迷信蘇聯“新八股”的意味。
（三）《論〈再生緣〉》：陳先生的“另一體”
黑格爾在談到藝術家與創作素材的關係時指出：藝術家“作為一個天生具有才能的人，他與一

種碰到的現存的材料發生了關係，他自覺有一種要求，要把這種材料表現出來，並且因此也表現他

自己。”如陳端生的身世、端生筆下孟麗君的所作所為（孟麗君雖為陳端生所虛構，但端生之文字

既已凝固為歷史的存在，則在孟麗君身上便蘊涵了某些歷史真實的顆粒，她的“動作”、語言、價值

觀等等都折射著乾隆年間的“精神氣候”）激動了陳先生，他是一定“要求要把這種材料表現出來”
的，因為這正是以“材料”———《再生緣》來“表現他自己”對歷史的感悟和對現實的批評。 試看他

論“女性”與陳端生：“中國當日智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專議中饋酒食之家

主婆。 第二類為忙於往來酬酢之交際花。 至於第三類，則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
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 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人而已。 抱

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 又何足異哉！”（第 66 頁）按，他
為女性分類實即為今人分類，眼中滿是現實中如“家主婆”、“交際花”般的鬚眉！ 無論是“專議中饋

酒食”還是“忙於往來酬酢”，浪擲光陰皆如行屍走肉，此類人鬚眉中所見尤多。 而“頌紅妝”獨獨表

彰陳端生，此又不啻先生之自況。 讀他陳述端生“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

哉！ 又何足異哉！”真真痛哉乎先生之言！ 足令人起聯翩的浮想，忆起 1944 年作、1950 年刊行的

《元白詩箋注稿》中語：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 當其

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

社會風習並存雜用。 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 雖然，值此道

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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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 其不肖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
身泰名遂。 其故何也? 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

環境而已。

此言足以為“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一語作箋注！ 無怪乎吳宓 1950 年復讀

《元白詩箋證稿》後盛讚其“極富前瞻性”，“非博學卓識、透視時世睿智敏銳如寅恪，不能作出”。

陳先生此論之“前瞻性”又豈止僅僅適用於 1950 年代哉！ 其歷久彌新，足為當代之“警世箴言”。
此論之犀利精當，明眼人無不戚戚焉於心，事實昭昭，毋庸多言。

看先生再論端生：“嗚呼！ 端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輟寫《再生緣》時，年僅二十歲耳。 以端生之才

思敏捷，當日亦自謂可以完成此書，絕無疑義。 豈知竟為人事俗累所牽，遂不得不中輟。 雖後來勉

強續成一卷，而卒非全壁，遺憾無窮。 至若‘禪機蚤悟’，俗累終牽，以致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
更何足道哉！ 更何足道哉！”（第 60 頁）“《再生緣》一書之主角為孟麗君。 故孟麗君之性格，即端生

平日理想之寄託，遂於不自覺中極力描繪，遂成為己身之對鏡寫真也。”（第 60 頁）又是“更何足道

哉！ 更何足道哉！”的感喟，復加了“如寅恪今日者”的破題，他以端生自況，自傷之“淚”可謂痛矣！
此筆法在學術論文中實不多見，即在他早年論文中也同樣不見。 於《論〈再生緣〉》一用再用，“情”
使之然也！ 就像黑格爾談藝術創作所說：“只有在絕對心靈把自然設立為它自己的另一體這個形

式裡，自然才是理念。”（第 60 頁）黑氏的“自然”，在陳先生這裡就是陳端生、孟麗君、《再生緣》這
個“對象”，將他們“設立為自己的另一體”，實用了美學上之“移情”法。 “移情說”代表人物利普斯

有《空間美學》，其中寫道：“這種向我們周圍的現實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動之所以發生，而且能以獨

特的方式發生，都因為我們把親身經歷的東西，我們的力量感覺，我們的努力，起意志、主動或被動

的感覺，移置到外在於我們的事物裡去，移置到在這種事物身上發生的或和它一起發生的事件裡

去。”“在對美的對象進行審美的觀照之中，我感到精力旺盛、活潑、輕鬆自由或自豪。 但是我感到

這些，並不是面對著對象或和對象對立，而是自己就在對象裡面。”用“移情說”諦審，陳先生確有

如陳端生一般的“親身經歷”，他將現實中的種種“移置到外在於我們（陳先生———筆者）的事物裡

去”，“移置到”陳端生、孟麗君身上“發生的事件裡去”，是故有“故孟麗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

之寄託，遂於不自覺中極力描繪，遂成為己身之對鏡寫真”、“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 更何足

道哉！”之感歎，是其“移情”將史實的“客體”“主體化”了。
藝術創作中既有“眼淚”也有“微笑”，黑格爾說藝術家的“眼淚來自苦痛，而微笑則來自和悅。

所以這種啼泣中的微笑表現出煩惱痛苦中的怡然自得”。如果說“如寅恪今日者，何足道哉！ 何足

道哉！”是陳先生的淚，在《論〈再生緣〉》卻難得一見了他的“笑”：“句山（陳端生祖父）雖主以詩教

女子，然深鄙彈詞之體，此老迂腐之見囿於時代，可不深論。 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際，暗中

偷撰再緣彈詞，逮句山返京時，端生已挾其稿往登州以去。 此老不久病沒，遂終身不獲見此奇書矣

……今寅恪殊不自量，奮其譾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緣》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為然耶? 抑

不以為然耶？”《論〈再生緣〉》是先生排悶解憂的精神寄託，對照陳端生反觀自身，可謂感同身受！
端生不顧祖父之禁令著作《再生緣》，他“噤不敢發。 荏苒數十年，遲至暮齒，始為之一吐，亦不顧當

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也”。 （第 71 頁）“頌紅妝”也同樣“驚世駭俗”，遭“當世及後來通人之訕笑”，
《論〈再生緣〉》以及《柳如是別傳》曾經引起學界的巨大爭議就是顯證。 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走

進了他的心靈，理解“頌紅妝”的“苦心孤詣”？ 《論〈再生緣〉》文末有《感賦二律》，其一云：“地變

天荒總未知，獨聽風紙寫相思。 高樓秋夜燈前淚，異代春閨夢裡詞。 絕世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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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遲。 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第 86 頁）陳端生瞞著祖父作《再生緣》，250 年後得陳

寅恪不顧學界之“世俗”而作《論〈再生緣〉》。 行筆至於“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為然耶? 抑不以為

然耶？”先生定然“感到精力旺盛、活潑、輕鬆自由或自豪”———這是先生的“笑”，苦惱人的笑。

三、《論〈再生緣〉》指瑕

陳先生曾謂：“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學說有

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

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與汪籛談話）。 學術可以探討

批評，這正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應有之義。 緣此，《論〈再生緣〉》之不足亦容可批評。 然

譾陋如筆者，衷心仰慕先生之學問人品如面對泰山北斗，現欲鬥膽批評，仍不免心有餘悸，故先引名

家吳其昌（1908 ~ 1986）之批評《論〈再生緣〉》以為“擋箭牌”。 吳其昌 1957 年 9 月 30 日《跋手刻本

〈論再生緣〉》云：“《論〈再生緣〉》一冊，陳寅恪教授著，友人自香港皇人書院寄贈。 書中考作者陳

端生身世及其夫范菼因科場案獲罪戍謫事甚詳，而行文枝蔓，殊費目力，條理紛繁，亦傷腦筋。 以一

代大師為一才女彈詞作傳，亦所以寄此老身世之感，非僅如序中所謂‘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

生’已也。 唯論中國小說結構，稱《石頭記》不如《兒女英雄傳》，殆合曹、高二作而言之，不知曹氏原

著組織嚴密，中外無匹，遠非其侔。 陳氏以史學名家，文藝批評，非其所長，尺有所短，亦不足為病

也。”的確，《論〈再生緣〉》亦稍有瑕疵。 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看：
（一）關於《再生緣》
《再生緣》是文學作品，這一點，相信陳先生不會否認。 根據這一定性，《再生緣》的藝術構思、

情節、主角孟麗君及其他人物的“動作”（黑格爾《美學》語）、結構、敘事等等更需細細體悟，應當是

剖析的主要對象。 陳先生之不足似乎僅僅凸顯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而於前者有所忽略。
且《論〈再生緣〉》成了論陳端生，全文約五萬字，論《再生緣》僅萬字有餘，大半篇幅用在了考訂如

戴佩荃等等其他諸多人物之行誼上。
《論〈再生緣〉》曾引陳文述《繪影閣詠家□□》，謂“‘南花北夢江西九種’，梁溪楊蓉裳農部語

也。 ‘南花’謂《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天雨花》亦南詞也，相傳亦女子所作，與《再生

緣》並稱。 閨閣中咸喜觀之”（第 8 頁），《再生緣》差與《紅樓夢》並駕齊驅，當日肯定流傳極廣且風

行一時，陳端生自己也說“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傳”。 另據郭沫若《談〈再生緣〉和它的作

者陳端生》引丘心如《筆生花》第一回，其中談到《再生緣》：“新刻《再生緣》一部，當時好者競爭傳。
文情婉約原非俗，翰藻風流最可觀。 評遍彈詞推冠首”云云。 《再生緣》文詞優美，但足與《紅樓

夢》並駕齊驅廣為流傳，肯定還有其他原因。 黑格爾認為：“情致是藝術的真正中心和適當領域，對
於作品和對於觀眾來說，情致的表現都是效果的主要的來源。 情致所打動的是一根在每個人心裡

都迴響著的弦子，每個人都知道一種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蘊的價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認識出

來。 情致能感動人，因為它自在自為地是人類生存中的強大的力量。”“藝術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從

來就是尋找引人入勝的情境，就是尋找可以顯現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蘊的那種

情境。”《再生緣》能夠產生如《紅樓夢》般吸引讀者的力量，一定有除了陳先生凸顯的反三綱內容

以外的其他吸引人之處。 對於情致和情境這樣的決定性要素，陳先生基本忽略了。
例如《再生緣》開篇道“說一番悲歡離合新奇語，《再生緣》，三字為名不等閒”，這既是陳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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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白，也是她以“《再生緣》”為題的寓意設迷，類似於讖語，最為緊要。 僅此語便能夠吊足讀者的

味口，產生“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閱讀興趣。 《紅樓夢》開場白：“此開卷第一回也。 作者自云：因曾

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再生緣》開卷語足

與《紅樓夢》相媲美。 再看《再生緣》第十七卷：“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志自堅。 日坐愁城凝血

淚，神飛萬里阻風煙。 遂如射柳聯姻後，好事多磨幾許年。 豈是蚤為今日讖，因而題作再生緣。”

很明顯，第十七卷的“因而題作再生緣”是對開卷“《再生緣》，三字為名不等閒”的呼應。 《論〈再生

緣〉》第 3 頁也引了以上的話，但並沒有對開篇語和十七卷語之間的關聯度特別注意，而是輕易放

過了。 筆者讀《再生緣》，以為這幾句話正是端生“破題”解謎，復以自身相比擬，因此最堪玩味：所
謂“射柳聯姻”後的“好事多磨”，係指《再生緣》中孟麗君與皇甫少華原已經結下“射柳緣”，卻終難

成夫妻緣；麗君被迫女扮男裝，後與梁素華（蘇映雪）假扮夫妻，卻終不為美滿緣。 “豈是蚤為今日

讖”一語，係指《再生緣》中孟麗君婚姻家庭遭遇重大變故，端生反觀自身遭際，夫君因罪遠配戍邊，
自己“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煙”；“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志自堅”，豈非端生自況《再
生緣》中對孟麗君的描述恰恰“一語成讖”哉？！ 《再生緣》有傳奇般的曲折情景，跌宕起伏出人意

表，此一點端生本人亦自詡而當仁不讓，如《再生緣》第十二卷：“七字包含多少事，一篇周折萬千

情。 才如弄月吟香態，又轉興風作浪聲。 慢來薄霧飄銀漢，急處飛流下翠嶺。”陳端生從“射柳姻

緣”開始構思了雲行霧繞細密周折的整條“故事線”，最為不易，這一點陳寅恪似乎沒有大力凸顯。
陳寅恪說：“今人所以不喜讀此書之原因頗多，其最主要者，則以此書思想陳腐，如女扮男裝、

中狀元、作宰相等俗濫可厭之情事。 然此類情事之描寫，固為昔日小說彈詞之通病，其可厭自不待

言。 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讀此等書者，亦由此故也。”（第 63 頁）他不愛讀“俗濫可厭之情事”，但陳端

生同時代的人或許愛讀，因為“拿來擺在當時人眼前和心靈前的東西必須也是屬於當時人的東西，
如果要使那東西能完全吸引住當時人興趣的話”。他說“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

人”，端生同時代的讀者絕不會有他與端生那種“自由”、“獨立”、反三綱的覺悟，他與端生那樣“思
想最超越”者可謂“鶴立雞群”或者說“不合群”。 後人自然可以且應當批判“思想陳腐，俗濫可厭

之情事”，卻不必強古人所難，似也應當對古人報“瞭解之同情”。
（二）《論〈再生緣〉》的考訂

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元白詩箋證稿》 “出版說明”就認為陳先生的考訂“有時也陷於繁

瑣”，《論〈再生緣〉》奧衍難讀也與考訂繁瑣有很大關係。 有些考訂並無關論旨。 例如，第 20 ~ 21

頁，先生為考訂戴佩荃身世，涉及戴氏公公趙佑。 卻旁出斜弋，扯到戴佩荃的書法上，猜想戴為湖州

人，受時風薰染，應當與乾隆皇帝字體的“尚豐碩”相像。 類似於這些無關論旨的考訂，文中還有不

少。 且先生的考訂，也存在少數證據不夠充足、邏輯有欠嚴密處。
例如，先生引端生祖父陳兆侖所著《紫竹山房文集》，《文集》中有端生父陳玉敦“聘汪氏”，汪

氏係“雲南大理府加二級起岩公女”。 “起岩公”是陳兆侖的“親家”，按理說，陳兆侖所記最具史料

價值。 對於起岩公，先生卻下按語謂：“汪起岩，不知何名。 道光十五年修《雲南通志》稿一一九‘秩
官志’載：‘汪上（土育），秀水人，貢生，乾隆十年任雲南府知府。’”他並沒有舉出汪上（土育）之字

號為“起岩”的確據，即斷言《雲南通志》之汪上（土育）就是端生祖父《文集》中之“起岩公”（第 15

頁）似輕率。 理由是《雲南通志》載汪上（土育）“乾隆十年曾任雲南府知府”，而“《再生緣》中之孟

麗君、蘇映雪、劉燕玉、皇甫少華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動於雲南省之首府”，陳端生之母即汪上（土
育）之女，“或侍父宦游，得將其地概況告之端生姊妹，否則《再生緣》中所述他處地理，錯誤甚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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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不爾者，豈復由於‘慈母訓’所致耶？” （第 63 頁）似先生首先認定《再生緣》第十七卷作於雲

南，因其中有“慈母訓”的描述，而端生母汪姓，因此汪上（土育）就是汪起岩。 這個論證似不具說服

力。 又，第 25 ~ 26 頁引戴佩荃詩“西南漸有聲”，認為戴佩荃詩之用典出自溫飛卿，又謂：“寅恪與此

尚不滿足，姑作一大膽而荒謬之假設，讀者姑妄聽之可乎？”引道光十五年修《雲南通志》：“陳玉敦，
錢塘人。 舉人。 （乾隆）四十九年任。 龔雲鶴，營山人。 貢生。 （乾隆）五十三年任。”按，關於端生

母是為汪上（土育）之女，及陳玉敦任職雲南，用的同是光十五年修《雲南通志》，目的在於證明《再
生緣》第十七卷寫作於雲南。 但據郭沫若《陳端生年譜》，陳端生生於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年時陳尚

未出生。 倘若乾隆十年汪上（土育）任職雲南，至十六年已歷時七年，端生一歲，還不具備聽“慈母

訓”的條件；端生妹長生晚至乾隆二十二年才出生，若是姊妹二人均接受“慈母訓”，端生母須“侍父

宦游”十三年甚至十五六年（至長生三歲），其間端生母生產兩次，不在夫家而在“娘家”生產，與情

理不合；以陳玉敦四年後龔雲鶴接任例，汪上（土育）連續任職雲南十三年甚至十五六年也不太可

能。 看來上引關於汪上（土育）和《再生緣》第十七卷寫作於雲南之二說必有一誤。
又如，考訂陳端生之卒年原為一重要問題。 《寒柳堂集》第 17 頁云：“陳端生之卒年雖甚難確

定，然有一旁證，得知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間猶生存無恙。”按照行文邏輯，下文應當舉出

“旁證”，但下文與“旁證”並無關聯，引戴佩荃《織素圖次韻》、陳長生《挽戴蘋南（佩荃）》、戴佩荃之

父戴璐《吳興詩話》、清《國史列傳·大臣傳·趙佑傳》、李元度《先正事略》、錢儀吉《碑傳集》，不下

千餘字，無一與之相關。 接下來又筆鋒一轉，謂“寅恪案，參合上引材料，可以解決三問題。 （一）戴
佩荃逝世之年月。 （二）戴佩荃之《織素圖次韻》詩作成時間。 （三） 《織素圖》之織素人為何人。”
（第 20 頁）但提出的這三個問題，並非“參合上引材料”可以解決。 換言之，解決三問題大量引用的

是其他材料，既沒有證明陳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間猶生存無恙”，也未能“解決”上述三問

題。 材料之間缺乏邏輯的聯繫，增加了閱讀難度。 此種論證方式並不符合當今學術論文的規範。
黑格爾認為藝術家“應該看得多，聽得多，而且記得多”，他們應當“有超乎尋常的廣博的記

憶”，這種特質和秉性用在史家陳先生身上似乎更加合適。 1959 年 3 月周揚拜訪陳寅恪時曾經說

陳“歷史家，有點怪，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而作《論〈再生緣〉》即多

憑“記憶”，“在腦海中搜索以前看過的資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告訴助手在哪本書哪一頁便

可找到”。憑艱苦記憶所得材料不捨得割棄，遂有繁瑣考訂之弊耶？ 當然，以上近乎吹毛求疵蛋中

剔骨的批評，在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光輝下均微不足道。 海頓·懷特說得好，儘管歷史

書寫的“話語可能包含了錯誤資訊並存在可能有損其論證的邏輯矛盾，它還能令過去‘產生意

義’”。《論〈再生緣〉》透出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①如李繼宏《陳寅恪走上神壇之路》，“愛思想”網，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446.html，2013- 10- 13。

②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第 351 頁。

③“歷史美學” 概念之提出並使用為筆者之新创。

“歷史美學”並非強將“歷史”和“美學”硬性拼接，不

等於“歷史與美學”或“歷史加美學”，而为一自足自

洽、具備特殊內涵之概念。 概言之，“歷史美學”即借

助西方美學認識論、方法論之慧眼，反觀“歷史”和

“歷史學”。 其要義為：（一） “以人為本” 審諦 “歷

史”。 这里的“人”又非一空洞的概念，而是指有思想

語言，有“心靈”和“動作”，血肉豐滿，歸根結底具有

人性的“人”，歷史即由這樣的“人”創造。 （二） “以

美為本”評判“歷史學”。 主張用審美的眼光審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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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走進史家的心靈，注重史家的“思想”、歷史敘

事的方法，體會他的“氣韻”，並從中體悟時代變遷對

歷史書寫的影響。 20 世紀初，王國維、梁啟超、蔡元

培等學界精英將“美學” 引進國門，至今已歷百餘

年，推動了中國文學與藝術的發展進步。 然而，百余

年間史學界却始终拒美学於门外。 很長一段時間，

歷史學作為意識形態工具而存在並壯大，急功近利

的“工具論”理念，致使學人沒有也不敢以“鑒賞”的

閑定心境和雅趣去欣賞歷史和歷史學，這是歷史學

和美學“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個重要原因。 筆者在

《天津社會科學》、《河北學刊》、《史學月刊》、《清華

大學學報》、《歷史教學問題》等刊物發表論文，對“歷

史美學”概念予以界定與闡發，可供讀者參考。

④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 年，第 135 頁。

⑤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47、252、253、218 頁。

⑥參見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

所編：《資産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四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艾思奇：《廿二年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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